
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

王奇生

在 30年代的留学界,留日学生人数最多,约占当时出国留学

生总数的一半以上。与欧美留学生相比,留日学生因置身敌邦,外

受日本军阀的压迫,内忧故国家园的陆沉,对国难感触最敏锐,其

民族情绪最激昂。本文试以 1931- 1937年的留日学生为对象,力

图反映这一群体负笈敌邦的遭际和心态,并考察这一群体是如何

回应 30年代民族救亡的时代大潮的。

一

　　中国人赴日留学,始于甲午战败之后。战败国屈辱的阴影一直

如束如缚地笼罩在留日学生的心坎。曾几何时,日本向中国俯首称

臣;千百年间,中国一直是日本的文化母国。而如今,昔日的学生反

超过当年的先生,而且还反戈一击,将先生打得惨败。对当时中国

人来说,惨败于东洋日本比惨败于西方列强更感到耻辱;而对当时

日本人而言,他们把击败大清帝国作为其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,比

战胜朝鲜更兴奋,更信心倍增。当中国青年赴日留学时,岛国上下

奔走相告,无不引以为自豪,仿佛留日学生也是他们的“战利品”。

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日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。随着文化地位的逆转,

中日两国人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也为之一变。从此,日本人对

中国幡然改态,由昔日的敬仰急转为蔑视,而中国赴日留学生则首

当其冲地成为他们轻侮的对象。近代留欧留美的中国学生虽然也

都感受过种族歧视的痛苦,但其创痛从来没有留日学生之深切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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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忍辱东

瀛的历史。

早在 1906年,宫崎滔天就告诫日本朝野民众说:“你们旦夕欺

侮、讥笑、榨取、剥削、诱惑的‘清国奴’中国留学生,将是新中国的

建设者。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,你们心中没有一点慊焉

之情吗? 侮辱他们,势将受他们侮辱。互相侮辱必将以战争相终

始。”①宫崎滔天的话竟不幸而言中! 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后,往往相

率而排日。这自然与他们留学之时“日人有害其感情”有很大的关

系。不过,若寻根溯源,无论是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轻侮,还是中国

留日学生的排日,均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和侵华步伐紧

密相联。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和接二连三的侵略行

径,激起全中国民众的愤慨和反抗。留日学生因置身其中,对日本

国民由潜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侮华心态和日本当局公然露骨的侵华

野心,洞若观火。正如清末留日学生王拱璧所言:“余游学日本,恰

似被盗苦主游观盗窝,无论何处,皆可发现其赃物盗谋; 又似老幼

被虏,偶入虏居,得见烹翁之羹,醢儿之脍,鼎镬杂陈,备虏饔食,纵

使精神麻木,意志疏懒,亦思呼号家人御盗伐虏。”② 留日学生学成

归国,如同刚进行过一场抗日意识的培训,又似刚从“盗窝”、“虏

居”归来者呼号家人御盗伐虏那样,疾呼国人排日反日。甲午战争

尤其是“二十一条”以后,中国人民反帝的重心由反对西方列强转

向反对东洋日本,而留日学生在历次反日运动中都充当了急先锋

的角色。

如果说 20年代以前留日学生的反日排日活动是随着日本侵

华步伐的时张时弛而时起时伏的话, 1931年九一八的愤火则激变

为一发不可收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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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王拱璧:《东游挥汗录·冠辞》,引自实藤惠秀: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,三联书店中译
本,第 183页。

宫崎滔天:《关于中国留学生》,载《革命评论》1906年 9月 5日。



1931 年 9 月 18 日,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炸毁南

满铁路一段路轨。留日学生闻迅后,愤慨臻至极点,当即于 9月 19

日宣布全体罢课。9月 23日,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决

议一致归国。归国运动的浪潮随即波及东京其他各校。9月 26日,

东京 17校的留日学生代表集会,决定采取一致行动,其情形异常

悲愤激烈。9月 29日,大阪、京都、仙台、名古屋、长崎等地的中国

留学生也举行集会。各地学生 2000余人采取一致行动,选派代表

130 名赴国民政府驻日公使馆请愿,提出四点要求: 下旗归国; 对

日绝交;对日宣战;发给全体留日同学归国船票。①

10月 1日,留日学生们再度赴驻日公使馆请愿。但国民政府

电令留日学生:“此际宜顾虑学生身份,自尊自重,安心向学。”留日

学生要求从事有组织的反日工作,亦未被允许。他们气愤至极,伫

立雨中达 10小时之久。最后决定推派代表 20人先行返国,直接向

国民政府请愿,并呼吁国内各界援助全体留日学生归国。10 月 8

日,留日学生监督处发给部分留日学生归国船票。9日,留日学生

宣布成立“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”,并发表告国内同胞书,

宣称:“我们三千同学之目的在促成和平统一,合力对外”;表示“誓

死与国内革命民众合作,一致抗日”。

与此同时,许多留日学生把平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买船票

归国。他们归国时,拒乘日本船,改搭他国的轮船。到 10月底,回

国人数在 2000名以上,滞留未归者仅 600余人。这 600余人大多

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和无川资的贫寒学子。② 这次留日学生的

罢课归国行动与以往相比有两个特点: 一是运动的政治水平有较

大提高;二是更为团结一致,更为坚决。九一八事变关系到祖国的

生死存亡,故留日学生同仇敌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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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《留日学生现状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1月 27日。

《留日学生代表团招待新闻界,报告留日时之工作状况等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0月 15
日。



对留日学生来说,抗日不止于离日,救国尤不止于回国。他们

中断学业,跋涉道途,牺牲可谓大矣。因此,他们觉得:“此种巨大之

牺牲,唯有从实际之救国工作中方能取得其代价。”① 国民政府教

育部训令他们先行登记,然后转入国内大学完成学业。但他们担心

转学会分散和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,违背他们辍学归国的初衷,而

且可能失去国内民众对留日学生的信仰。因此,他们多数不愿转

学。实际上,在离日回国之前,他们即已计划回国以后准备担负的

工作。

留日学生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当局请愿。10月 17日,

回国留学生代表曹修宪等向国民政府和教育部请愿,但都没有得

到圆满答复。10月 26日,中华留日学生会再次派出全权代表作第

二度请愿。综观两次请愿的内容,主要有如下几点:反对不抵抗主

义,立即对日宣战,收复失地;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;促进

和平统一;严惩主持东北“独立”运动的卖国贼;从速取消一切不平

等条约,实行强硬外交等。②

除向当局请愿外,留日学生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向民众作抗日

救亡的宣传。九一八事变时,国内民众对日本国情尚相当隔膜。对

留日学生来说,向民众宣传比向当局请愿更为重要。因而他们在归

国的同时,即发表告各界同胞书,宣布日本侵略满蒙的阴谋,谓日

本内阁负有帝国主义的最后使命,唤醒全国民众,团结起来,努力

去奋斗,作最后的抗争。接着,他们迅即奔赴救亡第一线,奔走呼

号。留日学生因亲历日本,感受极深,对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军备、实

力,以至民情,均目见耳闻,知其虚实,最有资格作抗日宣传。

留日归国学生的第三个行动是组织日本研究会,向国内民众

介绍日本情况。该会下分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社会、军事五部,分别从

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工作,然后将研究所得公开发表,使国人了解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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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留日学生二度请愿之结果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0月 27日。
时评:《留日学生返国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0月 6日。



本之政治如何,军备如何,经济如何,实力如何,军阀之专横如何,

一般民情如何。该会出版《暴露》三日刊,专门提供日本对华国策等

方面的信息,为政府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之参考。①

这次二千余名留日学生牺牲学业,满怀悲愤地回到祖国,引起

强烈的社会反响。留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救国行动,得到了国

内各界民众的广泛同情和热烈响应。他们的奔走呼号,对提高国内

民众的抗日意识,消除国内民众对敌情的隔膜, 起到了一定的作

用。本来,他们辍学归国时曾坚决表示:“暴日未撤兵前坚不回日求

学”,但他们的抗日行动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背道而驰,国民政

府不允许他们做有组织的反日工作②,只同意他们转入国内大学

续学。留学生们的满腔救国热忱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挠而中馁。到

1931 年底,在几经奔走而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结果的情况下,多数

学生只好忍辱负重,被迫重返日本。少数不愿返日的学生或转入国

内大学学习,或转赴欧美各国留学,也有的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

动。返日复学的学生不久又因一二八上海事变而相率归国。

二

　　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,日本的侵华计划继续在紧锣密鼓地

推进,中日关系日趋紧张,在这种情势下,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按理

将日渐减少。然而,出乎人们意料的是,从 1934年起,留日学生人

数奇迹般地回升。1935年 3月为 3700人③; 1935年 7月增至 4500

人④,到 1935年 11月鼎盛时高达 8000之谱。此后人数虽有所下

降,但 1936、1937年,留日人数仍维持在 5000- 6000人之间,成为

中国近代留日史上继 1905 至 1906 年、1913 至 1914 年以来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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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 《留日学生突增二千人》,《留东新闻》1935年第 5期。
《关于留学教育问题》,《留东学报》1935年 7月创刊号。
《留日学生二度请愿之结果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0月 27日。
《留日学生回国后的情况》,《申报》1931年 11月 7日。



个鼎盛时期。

1930- 1937历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①

年月 1930 1931. 5 1932. 6 1933. 5 1934. 111935. 11 1936. 6 1937. 6

人数 3049 2972 1421 1357 3000 8000 5662 5934

正当日本加紧侵华之际,为什么中国学生反而群趋日本呢?

第一,知己知彼,“师夷制夷”。为了抗日救国,需要深入了解日

本。九一八事变后,中国各方对日本的注意忽然加强了。一时间,

全国上下形成一股“日本研究热”。这一状况从当时的报刊舆论中

即可反映出来。《申报》1934年 1月 1日报道:“中国的知识阶级最

近因研究日本热,关于日本出版之经济杂志与其它专门科学杂志

等,销路遽增。”② 在“日本研究热”的影响下,学习日语,东渡留学,

在中国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。日本《读卖新闻》1934年 12月 28日

报道说:“学日语! 学日语! 若说举世之中,研究日本的热潮正处蓬

勃之际,亦非过言。”“‘先学好日语,读通日文书,才好谈论中日问

题!’这是最近中国青年人的呼声。”“学日语,去日本! 去日本! 学

日本! 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。”③ 从这些报刊言论中可窥当时中国

青年赴日留学的心态。

第二,青年学生失学失业,寻求出路。1933年开始,国内大学

毕业生失业现象愈趋严重。1934年 7月,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联合

发起“职业运动大同盟”,呼吁政府谋求解决办法。在失业危机中,

一部分走投无路的青年负笈日本,寻求新的出路。

第三,金价暴跌,银价上涨,货币汇率对中国有利。当时日本实

行金本位制,中国实行银本位制。1931年 2月, 100中国银元只能

换 42日元; 到 1935年 5月, 100中国银元可以换 146日元。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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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 引自实藤惠秀: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,三联书店 1983年中译本,第 105页。
《华人研究日本热,日本人认为可恐》,《申报》1934年 1月 1日。
实藤惠秀: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,三联书店 1983年中译本,第 447- 449页。



种货币汇率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,在国内读书,还不如东渡留日合

算。① 这是当时多数中国学生赴日求学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第四,留学日本无需护照。1933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的

留学章程,规定必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才能出国留学,否则不发给

留学证书和出国护照。而当时中国人前往日本无需护照。无需护

照,也就意味着可以不受政府教育部所规定的留学资格的限制。于

是一些不够留学资格而欲出国者,群相东渡。

第五,进步青年不满国内现状,出洋呼吸新鲜空气。1934年前

后, 国民党在“安内攘外”政策的驱动下,禁毁进步书刊,“围剿”进

步文化活动。而当时的日本,虽然军阀当局对外穷兵黩武,但其国

内的左翼文化活动仍相当活跃。各种进步书刊仍准出版发行,连原

版和日译本的马列主义著作都在书店公开出售,日本警探对有组

织的秘密进步活动侦查监视极严,而对在书店公开购买或阅读进

步书籍则不加干涉。② 相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,其思想文化环

境反而较为宽松。在这种情况下,日本东京乃成为 30年代 中期中

国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集聚之地。

大批左翼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后,很快将留日学界的抗日

救亡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。赴日本留学之前,这些左翼知识分

子大多是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;赴日留学后,置身于日本

军阀的统治下,精神上感受到强烈的刺激,其抗日救亡意识更趋激

烈,所以很快成为留日学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导力量。

在日本法西斯的魔爪下,进行公开的抗日举动是绝对不允许

的。为了适应斗争环境,留日学子们不得不转换救亡方式,采取诸

如成立社团,创办报刊,开展学术研究等形式,从事切实有效的救

国努力。

1936 年 1月《留东学报》第 1卷第 4期载有“留日团体一览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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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留日学生激增,汇兑低落最大原因》,《申报》1934年 11月 5日。



总计留日团体达 90个。其中学术团体 33个,同学会 31个,同乡会

24个,临时团体 2个。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在留学国组织这么多的

团体,恐怕在世界留学教育史上亦属罕见! 事实上,当时留日学生

组织的团体尚不止这些。上述 90个团体中,左翼团体只列了 3个。

当时左翼留日团体绝大多数是秘密进行活动的,据部分左翼留日

学生回忆, 30年代左翼留日团体先后共有二十多个。参加左翼留

日团体的人数大约有五六百人, 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 1ö10 左

右。① 各团体由志同道合者自愿组合,人数多寡不一,有的多达一

二百人,有的仅数人。不同左翼团体之间虽然各有侧重,但均以抗

日救国为宗旨,故各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往来,共同切磋,交流心得,

颇能相得益彰。

一般说来,团体林立,不利于集中抗日救国力量。那么,当时左

翼留日团体何以如此分散呢? 据林焕平、蔡北华等人回忆,当时置

身日本法西斯统治下,只有采取以专业爱好为基础,三三两两组成

小团体,才较易于生存。若团体过大,容易暴露,一旦出事,就会全

军覆灭。② 其次,左翼留日团体名称没有一个以“抗日”相标示,表

面上看,均为纯粹的专业学术团体,其目的也是为了掩敌耳目。

全面考察 30年代左翼留日团体的活动,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

方面:

第一,创办同人杂志,集聚救国力量。杂志作为一种舆论工具,

在宣传和引导救国运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。同人杂志由一部分

思想进步的先进分子举办。通过杂志可以将部分具有爱国心的留

学生吸引和集聚到抗日的阵营中来。“左联”东京支盟是当时东京

留日学生界最重要的左翼团体之一。该组织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即

已存在。九一八事变后,东京“左联”的盟员先后回国。1933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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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,林焕平留学日本。临行前,“左联”党组书记周扬指示他恢复“左

联”东京支盟。林焕平到东京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,于 1933年

12月将“左联”东京支盟恢复。支盟恢复后决定以办同人杂志的形

式开展活动。首先于 1934年 8月创办《东流》月刊,接着于 1935年

5月和 7月又相继创办《杂文》和《诗歌》杂志。三个刊物既是“左

联”东京支盟的文艺阵地,也是爱国阵地。以杂志为中心,不仅团结

了一大批爱好文艺的留日同学,也吸引了一批国内进步文学青年。

左翼留日团体创办的刊物除《东流》、《杂文》和《诗歌》外,还有

《文艺科学》、《世界动向》、《国际戏剧》、《剧人月刊》、《留东妇女》、

《自然科学》和《东京学联》等。有的公开发行,有的秘密出版;有的

独立成刊,有的附作副刊。据蔡北华回忆,这些刊物“旗帜鲜明,立

场坚定,充满爱国救亡热情,敢于揭露黑暗面,受到广大读者的热

烈欢迎,在国内外文化界都发生了很大影响。刊物一到上海,立时

销售一空”。① 蔡北华所称虽非普遍情形,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

时左翼留日学生文化救亡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。

第二,举行时事座谈会,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。时事

座谈会是当时各左翼留日团体开展活动的主要方式。座谈会的内

容十分广泛,从国际形势、日本国情、中日外交关系,到国内政局的

变化、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国社会

的性质等,均展开过热烈的讨论。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东京

时,各左翼留日团体立即组织同学以各种名义召开座谈会。会上,

留日同学群情激愤地说:“华北之大,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

了,难道我们在东京的这张书桌就平静吗?”②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

留日同学为此还印发宣言,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。③1936年

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,左翼留日学生非常兴奋。他们就如何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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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王子光:《忆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简况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 ,总第 109辑,
第 113——117页。

颜一烟:《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 ,总第 109辑,第 140页。
蔡北华:《回忆东京左联活动》,《左联回忆录》(下) ,第 705页。



蒋介石,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。不少人主张杀蒋,有的主张

把蒋交给延安。不久,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东京,一些左

翼同学深感失望,也有的不相信可以联蒋抗日。因此,各左翼团体

负责人联合召集大型座谈会,传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

统一战线的主张,使左翼留日同学逐渐达成共识。

第三,联络日本左翼力量,沟通中日进步文化活动。早在 20年

代,日本左翼力量即已十分活跃。九一八事变后,留日学生开始与

日本的左翼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联系。此时日本的左翼文化

力量在日本军阀当局的严酷打击下被迫改变活动方式,中国留日

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亦仿效其方式,创办同人杂志即是其中之一。

左翼留日团体建立后,与日本左翼力量的联系和沟通更为频繁。林

焕平筹备恢复“左联”东京支盟时,曾拜访过日本左翼作家江口涣、

中野重治和森山启等人,向他们了解日本的政治形势,希望得到他

们的帮助和支持。①“左联”东京支盟正式成立后,留日左翼作家与

日本左翼作家时相往来,沟通两国进步文化活动。其中交往最密切

的是秋田雨雀。秋田雨雀从事戏剧和世界语研究。中华留日世界

语者协会成立后,其会员和秋田雨雀、中恒虎儿郎、绿川英子等一

批日本世界语者广为接触。②在频繁的交往中, 24岁的绿川英子和

中国留日学生刘仁产生了感情。1936年,这一对异国情侣在志同

道合的基础上喜结良缘。1937年初绿川英子在中国留日学生丁克

等人的帮助下,逃过日本刑警的监视,秘密随夫前来中国。抗战爆

发后,绿川英子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

作,成为反对侵略的著名日本女战士。而协助绿川英子逃离日本的

中国留学生丁克等人因此而遭日本警察逮捕, 被关押八个月之

久。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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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乃:《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 ,总第 109 辑, 第 113-
11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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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国左翼文化力量在日本相逢、集结、沟通、互助,对增进中日

知识界的友谊,对两国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

用。

第四,学习马列主义著作,寻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在一般人

的印象中,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度

消沉。事实并非如此。1927年以后,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想

体系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但没有缩小,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传播

和扩散。30年代前无论是“信马”者,还是“非马”者和“反马”者都

承认,辩证唯物论已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。1933年,艾思奇

在《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》一文中说:“辩证唯物论的洪流席

卷了全国”,“其力量之大, 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

有。”① 1936年,谭辅之在《最近的中国哲学界》一文中也说:“在这

时,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的书架上,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,总

要被人瞧不起的”,“甚至在课程上都列有辩证法那样的科目。如口

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,一定不受学生欢迎。”② 30年代国内

知识界的这股“马克思热”随着出国潮而延伸和波及到海外留学

界,其中以留日学界的回应最为热烈。当时各左翼留日团体无不以

学习马列主义为时尚。不少团体的宗旨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,培

养革命理论骨干。

随着左翼留日团体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,不少进步学

生急欲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联系。大革命时期,留日学界曾建有

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。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“五三惨案”,

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组织留日学生成立反日大同盟,招致日本当局

的注目,中共东京特支的主要领导人郑汉先、童长荣、黄鼎臣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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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驱逐回国。①此后,中共东京特支一度不复存在。直到 1936年暑

假,留日学生卢耀武乘回国之便,至北平找到中共党员何锡麟,谈

到东京留日学界有许多进步文化团体,急欲寻求党的领导,请求允

许在东京重建党的支部。何锡麟将此意转呈给中共北方局的彭真

同志。② 不久,留日学生解树椿也回到北平,通过刘导生、黄敬等人

找到彭真,得到同意重建中共东京特支的指示。1936年 9月,解树

椿返回东京,向部分进步同学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。很快,中

共东京特支正式建立。中共东京特支成立后,介绍和引导进步同学

阅读马列主义书籍,创办八开油印小报《星火》,宣传抗日和党的政

策。③ 中共东京特支还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,动员和介绍进步同

学转赴延安。抗战爆发后,留日学生全体辍学归国,其中左翼留日

团体成员多数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。

三

在中国留日史上,留日学生办报刊最轰轰烈烈而卓有成绩的

时代,首推晚清辛亥之际。那时留日学生所出的刊物不仅数量多,

而且内容丰富,宗旨鲜明。抗战前夕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数量仅次

于辛亥革命前夕,为留日学生创办报刊的第二个鼎盛期。有人统计

清末留日学生共创办报刊 64 种④,而 1931- 1937 年留日学生创

办的报刊据笔者初步统计至少有 35种。从刊物的宗旨和内容看,

辛亥革命前夕的留日刊物政治色彩十分浓厚,除小部分属于学术

性外,大都是政治性的,或鼓吹反清革命,或宣扬立宪改革,旗帜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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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鲜明。相比之下,抗战前夕的留日刊物显得平实冷静,表面上看,

似以学术色彩为主,没有打出“抗日”的旗帜。但这并不表明留日学

生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熟视无睹,袖手旁观,实因置身

于日本法西斯的严密控制下不得不有所隐蔽。倘若我们仔细考察,

就会发现这些刊物在学术面目的掩护下,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抗日

色彩,而其救国宗旨则贯穿始终。在敌巢虎穴中,这种艰难而切实

的救国努力显得更加难能可贵。实际上,激发爱国精神是这个时期

留日学生创办刊物的潜在动因。1936年 2月,一位名叫石吟的留

日学生撰文说:“尖锐的监视与压迫之下,留在东京的数千中国学

生,对这日益严重的国难,竟毫无一点表示,这是不能不对国内此

次被牺牲的同学表示歉意的。但一年来东京的留学界却呈现着一

种在留日学生史中未曾有过的好现象,这便是文化事业活跃⋯⋯

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是绝对没有忘记祖国的灾患的。我们是时刻都

在为祖国努力,只以环境不同,努力的方式亦因以稍异。这是应该

求得各方面的谅解的。”① 石吟的话道出了 30年代 全体留日学子

的心声。文化事业的兴盛,办报办刊的踊跃,正是留日学子们对国

难的积极回应。

《留东新闻》是当时留日学界的一份比较有影响的刊物。《留东

新闻》创刊于 1935年 6月,由东京新闻学院留日学生傅襄谟和早

稻田大学留日学生张健冬、简泰梁等人发起筹办。张健冬担任总经

理,简泰梁担任总编辑。其创刊动机,据称乃因“鉴于留日学生达七

八千人,华侨达四五万人,日本报章受政府之统制,缺乏真实报导,

关于我国消息,尤多不实纪载。余等为报告祖国正确消息于华侨学

生,介绍日本政治情形于国内,沟通中日文化,爰集资在东京创办

《留东新闻》周刊”。② 该刊创办伊始,确如其名所示,以报道留日学

界消息为主。当时曾得到日本外务省和内务省的许可。日本报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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誉为“留日中国人唯一之舆论”。该刊亦自称“宗旨纯正,毫无政治

关系、党派背景”,“为三十年来留日界所未曾有之纯学生新闻”。①

但这种“纯学生新闻”的色彩并未维持多久。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

加快,《留东新闻》的编辑同仁们识识到,“苟忽略政治外交新闻,殊

与创刊意义背驰”,乃逐渐增加对政治外交消息的报道。当时日本

多数报纸为其军阀当局的侵华政策张目,故意颠倒黑白。《留东新

闻》既想在敌邦虎穴中报道一点事实真相,又要在斗争中求生存,

这并非一件容易事,所以尽可能采用比较隐蔽的手法,曲笔透露。

尽管如此,它仍难免触怒日本当局。从第四期起,日本当局即开始

进行干涉,不时进行检查。苦撑至第九期,该刊同仁为巩固这一难

得的宣传阵地,乃依照日本的出版法,缴纳保证金,正式向日本政

府注册备案。然而,日本当局依然吹毛求疵,经常因文字或标题等

琐屑问题,或进行警告,或予以没收。1936年 12月,日本军部少壮

派军人在国会上对《留东新闻》表示大为不满,要求立予取缔。《留

东新闻》旋即被停。主办人鉴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一度离日回

国。次年 1月 13日,张健冬、简泰梁和编辑王瑞符重返东京,翌日

即被日本警察拘捕。同月 25日,三人被判以宣传抗日赤化的“罪

名”,被驱逐回国。

留日学生在报章杂志上所进行的抗日活动,毕竟还有所顾忌。

除了公开和“合法”的方式外,他们每逢纪念日等日子,还以书信和

传单从事更深入隐秘的宣传。这些宣传文件,有的是由国内的抗日

团体送来的,也有的是由日本寄回中国的。他们因置身日本,洞察

日本的国情民风和日本军阀的动态。他们将目睹耳闻的情况和研

究所得的成果通过专著、报刊、书信、传单、函电等媒介传达给国内

民众,对提高国民的救国知识和激发民众的抗日意识,以及对政府

当局制定内政外交政策,均起过一定的作用。当时就有人著文对他

们的活动作了较高的评价。文称:“近年来的留日学生与前几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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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,若单个地比较起来,量多难免贤劣;若整个的比较,则近年留

日学生研究之切实,抱负之远大,换言之,其前途之有望性与伟大

性,比以前胜强多多⋯⋯年来国难愈演愈紧,我们不难推想,大部

分留日学生比以前向上了,紧张了,并且一定还有多数更觉悟更努

力的同学们,正在切实的有效的研究与学习⋯⋯近年国家难关在

于东亚问题,国际风云密布东洋地带,处在此种氛围中将以深刻认

识与研究的留东学生,在国家需要上比以前增加了,而其本身的真

价值如对国家的责任,对自己的觉悟进而对社会的贡献上,照理也

应该比以前提高了。”① 文章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

中的地位和作用。

然而,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,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处

境更加艰难了,被捕被逐之事时有发生。女作家谢冰莹就是一个例

子。她于 1935年东渡日本,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学习西洋文学。她

原拟在日本留学三年,未料 1936年 4月因拒绝欢迎伪满皇帝溥仪

朝日而遭拘捕,被非法囚禁三周后才历尽艰辛潜逃回国。

谢冰莹的经历只是 30年代广大留日学生遭遇的一个缩影。在

她前后,遭受同样厄运者不乏其人。当时,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

的活动密切注意,专门布置了一批便衣警察对付中国留日学生。据

说每两个中国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监视着。② 这也许

有些夸张,但日本便衣的猖獗活动,确实使中国留日学生在行动上

受到许多限制。这些日本便衣身穿普通西装,出门时和一般人一

样,手里多半拿着一个蓝绸布小包袱,在中国留学生经常出入的地

方游荡,动不动就闯入中国留学生寓所东张西望,很不客气地讯问

中国留学生最近看了些什么书,和哪些人有来往等。他们对留日学

生之间的朋友互访、信件往来和团体活动,均进行了严密的监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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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陈子谷: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活动的一些情况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 ,总
第 109辑,第 107页。

艾秀峰:《留学时期的自白》,载《留东学报》第 2卷第 3期, 1936年 7月。



甚至不惜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私拆留日学生的

信件,私入留日学生的住室,偷翻留日学生的文稿日记,几乎成了

家常便饭。一旦发现某人有抗日嫌疑,就将其逮捕,驱逐回国。①因

此,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普遍感到缺少安全保障,人身权利遭到日

本军阀的无情践踏。留日学子倍感寄人篱下和种族压迫之苦。1936

年 5月 9日至 11日留日中华文化团体在东京神田区举办文化展

览会,陈列留日学生所作的诗词、小说和新闻作品。展览会上,日本

便衣一一仔细审察,发现其中有两部名为《血恨问答》和《战歌》的

作品有反日嫌疑,当即查明作者“陈虹”系广东留日学生元庆荣,旋

即将元庆荣遣返回国。②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楚地暴露

出来。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,在日的中国学生与日本当局的冲突更

加激烈了,中国留日学生被捕被逐的事日益增多。这是暴风雨欲来

的一种征兆。1937年 5月下旬,“左联”东京支盟成员林焕平、林为

梁 (林基路)、任白戈、魏晋、魏猛克、张香山和林林等 7名留日学生

被日本当局以反日作家的“罪名”遣送回国。③ 同年 6月 12日,东

京世界编译社成员杨式谷、卢耀武、王孔昭、杨宪吾、赵圭璧等 8名

留日学生被日本当局以抗日分子的“罪名”逮捕,经审讯和严刑拷

打后被分作四批驱逐回国。④ 同月被捕的还有中华留日世界语者

协会的成员丁克、叶君健、黄乃、陈秋帆和李一三等人。有的被驱逐

回国,有的被打入牢狱,直到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遣

归。⑤

留日学生的大批被捕,引起国人的忧虑和深切关注。1937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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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黄乃:《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 ,总第 109 辑, 第 115-
117页。

卢耀武:《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》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(全国)第 109
辑,第 137页。

林焕平:《从上海到东京》,《左联回忆录》(下) ,第 693页。
《留东学生元庆荣遣送回国》,《申报》1936年 6月 2日。
《留日学生遭受残酷痛苦》,《申报》, 1937年 7月 6日。



月 6日《申报》报道:“我国留日学生时受日当局无故逮捕,横加压

迫,致人心惶惶,无心向学。”当时中国驻日使馆代理大使杨云竹也

表示:“对最近不断有留日学生被捕之事,本人深表遗憾!”① 日本

当局与留日学生间这种不能消解的对立气氛愈来愈紧张,终于在

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全体留日学生辍学归国。

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,本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好形式。留学

生常成为沟通各国人民感情的国民外交使者。然而,自清末以来,

日本朝野一方面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前往留学,另一方面又极力歧

视和轻侮中国留学生。日本当局之所以欢迎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,

目的无非想藉此养成一批亲日分子,为其侵华活动服务。但是,日

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的侵略野心和接二连三的侵略行径,不

仅没有使中国学生对其产生文化上的亲和感,相反,极大地激发了

留日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。在世界留学史上,留学生与留学国

之间的对立,很少有如 30年代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当局之间对抗之

激烈者。留学生在留学国的遭际,也很少有如 30年代中国学生在

日本遭遇之惨痛者。自清末以来,国人常警觉留学某国人数过多而

担心该国文化在中国潜植和渗透过深,但这种警觉和担心从来没

有顾及过留日学生。尽管近代中国留学生一直以留学日本为最多,

留日学生几占近代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,但数十年间,日本学校

所培养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,除极少数成为亲日派和汉奸

外,绝大多数成为“排日专家”(当时人的说法)。日本不过是多数中

国人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“路近费省”的“中介地”,而极少

有真正接受日本文化薰染和洗礼者。
(作者单位: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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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留东学生》第 1期, 1937年 5月。


